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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小说中的浙江商人形象 

朱永香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241；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浙江 临安 311300） 

【摘 要】明清时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浙江一带，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滋生了城市

和商业文化，明清小说中的浙江商人形象，即是这一情形的反映。这些商人的商业活动、精神特质、生存状态不仅

体现了较为鲜明的地域特质，也生动展现了彼时浙江工商业社会环境和文化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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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右联圻辅，左邻江右，南入闽关，遂达瓯越”
①
，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物产丰饶，生理亦繁。绵长的海岸线不仅使浙

江人视野开阔、胸襟博大，同时也赐予他们不尚虚功、惟求实利的独有品性，让他们始终成为中国商品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佼佼

者。中国最早的大商人，后代商人的鼻祖“陶朱公”范蠡（公元前 473 年）就是战国时期越国的名臣。明清时期，中国商品经

济的发展更是为浙江商人①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他们在魅惑无限的商海中乘风破浪、大显身手，并渐次形成其独特的精神

品格和从商特性。文学作为历史的生动而客观的见证者，亦责无旁贷地对此作了历史封存。明清小说多以繁华富庶、商业活动

频繁的杭州、嘉兴、绍兴等城市作为事件背景，而浙江商人的文学影像，则或隐或显，以不同的形态方式参与了这些文学情节

的构建。这些数量可观的商人形象以及他们的商业活动，是明清时期浙江商业经济相对繁荣的有力证明。透过他们，我们也可

以管窥彼时浙江的商业环境，以及浙江商人的商业活动、精神品格和生存状态等。 

一、浙江商人的商业活动 

笔者根据孙楷第先生的 《明清小说书目》对明清小说进行了大量搜检式阅读，同时以邵毅平先生的《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

界》和邱绍雄先生的《中囯古代白话商贾小说精选》所提供的有关商人的明清小说篇幅作为补充，得描写或涉及浙江商人的作

品 45 篇（长篇小说不同回目涉及到不同商人的，一回（章）算一篇），商人 69 人（见表 1）。这 70 位商人，就地域分布而

言，几乎遍及浙江各府县，其中尤以杭州府（又称临安、钱塘，故事涉及的时代不同，称谓亦不一样）为最多（26 人）。在他

们的商业活动中，涉及的商品种类有丝织品、油、漆、姜、酒、药材、书籍及笔墨、木材、米、盐、水果、毡货、布、枣、胡

桃、日用杂货，以及典铺、钱庄、放债、客行生意等几乎各个门类。其中尤以丝织品为最多，有 16 人或开店、或贩卖、或开

绸绫牙行，从事这类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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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的“浙江商人”是指浙江籍和长期在浙江从事商业活动的外籍商人。“浙江”，是指明洪武十四年（1381）后基本固定的

下辖 11 府 76 县的浙江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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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衣凌先生在论及各地域商人主要从事的商业类型中，认为“浙江多丝商”。其主要原因应该是浙江为当时全国丝织品生产

和交易的主要阵地，如杭州“桑麻遍野，茧丝绵苎之所出，四方咸取给焉”；“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缯

帛者，必走浙之东也。”
①
又如位于浙江秀水、桐乡交界的嘉兴小镇濮院镇，至明清时期因织绢帛而迅速兴起。明嘉靖时，因“机

杼之利，日生万金，四方商贾，负赀云集”。竟至号称“烟火万家”，“日出万绸”，“于是绸无花素，各直省客商，熙熙攘攘，按

期采买，而可以衣被海内矣”
②
。因为丝织品原料丰富加上丝织技术的进步，贸易频繁，使得一个小小濮院镇成为客商云集的嘉

禾巨镇。 

关于这 69 位商人的从商原因，大致可以分为承祖业经商、弃农经商、弃儒经商等。明代初年，出于政治原因，洪武皇帝

曾经对江浙地区进行全面整顿，他力图铲除这一地区由于工商业而带来的社会繁华与富庶，其手段之酷烈前所未有。在这种严

酷打击之下，宋元以来已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的工商业迅速陷入低迷，商业地位亦急转直下。但是，自嘉靖后期至清代，由于

农业的恢复与人口的增加等各种因素的刺激，曾经遭到封建统治者有意抑制的商业又有了较迅速的发展，商品交易已非常活跃，

浙江也成为当时最为主要的交易市场，如当时的杭州城（钱塘）“城内外列肆几四十里，无咫尺瓯脱，若穷天罄地无不有也”
③
。

其他市镇几乎随处可见“做买做卖的，挨挤不开，十分热闹”
④
的繁荣景象。而且人们不仅能够逐渐宽容那些“穷日夜之力，以

逐锱铢之利”的商人，甚而能为他们辩护了，如明代著名哲学家王阳明曾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

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

而已。”
⑤
从尽心的角度肯定士、农、工、商都有益于生人之道，四者处于平等的地位，这种评价对于商人来说，不可谓不高了。 

优渥的利润回报、本地区浓郁的商业氛围，再加上社会的普遍认同使得浙江地区的人们在选择从商作为自己的职业时，多

了几分勇气，如，当老仆人阿寄知道分家时自己被徐氏兄弟当作无用之人拨在只有孤儿寡母的三房时，便立下“偏要争口气，

挣个事业起来，也不被人耻笑”的宏愿，并当即在主人徐氏面前拍下胸脯，“若论老奴，年纪虽有，精力未衰，路还走得，苦也

受得。那经商道业，虽不曾做，也都明白。三娘急急收拾些本钱，待老奴出去做些生意，一年几转，其利岂不胜似马牛数倍！”
⑥
阿寄此举，岂止没有任何顾虑，可谓豪气干云了。而廖良辅、茹光先、倪硕臣三结义兄弟在灾疫横生、田地没有收成，度日渐

感艰难之时，眼见“临安府内改作皇都，非常兴旺”“上下经商，过往仕客，捱挤满路，实是气色。两边铺面做买卖的，亦捱房

叠背”，又听说“客行一事，赚钱甚好”
⑦
，三人便齐心合力，“均平凑出本银”，顶了别人的客行，认真做起买卖来。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相当一部分人还是只有当生活遇到困境时，才会选择或弃农经商（如上面提到的茹光先三结义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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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尚质、周尚文兄弟，伍星、伍云兄弟等），或弃儒从商（如刘贵、王文甫等），只是他们在选择这条道路时，不再有那么多的

心理包袱罢了。 

二、浙江商人形象的典型特征 

由于一直以来儒家思想对于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再加上商人这一职业本身面临着许多相似的问题和困境，在激烈的

竞争中，为求得生存，商人们需要具备被社会所广泛认同的职业道德，诸如“诚实守信”、“吃苦耐劳”、“勤俭戒奢”等历来被

研究者搬用较多的这些道德评价，其实既是中国人所普遍尊崇的为人规范，也是绝大多数商人奉为圭臬的不二准则，因而它们

也并不为某一地域之人所独有。毫无疑问，本文所涉及到的浙江商人，如阿寄、程翁（《醉醒石》第四回）、浦其仁（《醉醒石》

第十回）、王太和（《济公全传》第一百五十七回）等，这些道德评价统统用在他们身上也毫不为过。但是，地域环境对于文化

积淀和性格形成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正如著名学者钱穆先生所说：“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

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
⑧
浙江商人在经商活动中，确实体现了较为典型的带有地域烙印的

性格特征。 

如《醒世恒言》卷三十五“徐老仆义愤成家”中生动丰满的商人形象阿寄，在历史上实有其人。身份低贱的年老奴仆阿寄，

通过经商使主母一家财雄一邑，而自己则始终不忘奴仆本分，且至死“无寸丝粒粟之储”。阿寄作为弘扬儒家文化之“忠”的典

范被载入了正史
⑨
。才气横溢的文学家冯梦龙将 348 字的正史文字，扩展为一万余字的小说，以生活的真实为基础，艺术地再

现了阿寄充满传奇色彩的从商之路。在这篇作品中，冯梦龙极为细致地描述了商人阿寄的经商过程。 

当主人颜氏对已年届五十的仆人阿寄提出要外出经商表示犹疑不决，并问他打算作何生意时，阿寄道：“大凡经商，本钱多

便大做，本钱少便小做。须到外边去，看临期着便，见景生情，只拣有利息的就做，不是在家论得定的。”虽从未做过生意，阿

寄即懂得“本钱少便少做”的道理，考虑非常实际。 

怀揣十二两银子的阿寄打算做“颇有利息” 的贩漆生意，却因贩漆的商人过多，牙行要“挨次儿打发”，做小本买卖的阿

寄觉得自己耽搁不起，于是心生一计，“捉个空扯主人家到一村店中，买三杯请他，说道：‘我是个小贩子，本钱短少，守日子

不起的。望主人家看乡里分上，怎地设法先打发我去。那一次来，大大再整个东道请你！’”吃了他的软口汤的主人于是暗暗地

先为阿寄打点好货物，打发他起身。阿寄又果断地决定放弃“离此不远，定卖不起价钱”的杭州，而是将苏州作为销售地，雇

船到苏州后，正遇上苏州缺漆，他的货不到三天即卖得干干净净，并且“一色都是见银，并无一毫赊帐。除去盘缠使用，足足

赚对合有馀。”因想到返程是空船，身边带着银两也不安全，于是籴了六十多担籼米，载到杭州出脱，又遇上杭州旱灾，米价疯

涨，又赚了十多两银子。一来二去，阿寄已经赚了五六倍利息。在趁着看望主人，以免其悬念的空档，阿寄又将银两全付与牙

行主人先行收货，这样就节省了排队等货的时间。当资本逐渐雄厚，其经营种类也多起来，“但闻有利息的便做”，十年之后，

终至家私巨富。 

在整个经商过程中，阿寄都表现得非常务实，且敏锐而果敢。当然，文学作品有其虚构性，所谓“无巧不成书”，一般不能

作为总结地域特征的有力论据，但任何文学皆来源于生活。比如在小说里，当阿寄不想按次序等候，为插队要货物而请牙行主

人喝酒，“正撞着是个贪杯的，吃了他的软口汤，不好回得，一口应承。”货物运到苏州后，“正遇在缺漆之时，见他的货到，犹

如宝贝一般，不勾三日，卖个干净。”回程时阿寄籴了六十多担籼米到杭州，又遇着“乃七月中旬，杭州有一个月不下雨，稻苗

都干坏了，米价腾涌。”这些“正好”，与阿寄敏锐地捕捉有利的商业信息，获得信息后又能做出果敢而正确的判断是分不开的，

现实生活中的商业活动，也需要具备对商业信息的敏锐感知力，才能牢牢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机会，从而成功的。阿寄辗转贩漆、

返程贩米，牙行老板要依次打发客商等经营细节并非冯梦龙天马行空的臆造，而是源于生活真实的信手拈来。 

不独是阿寄，其他浙江商人也突出地体现了不尚虚功而求实务、经营伶俐而机敏的个性特征。又如茹光先、倪硕臣、廖良

辅三结义兄弟能从经商人士挨肩满路的繁华之地临安敏锐嗅知到商业机遇，而选择牙行作为经营项目，并且能意识到名气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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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无形资产。又如被养父朱十老赶出店门的秦重，只有三两银子的本钱，在左思右想之后，选择了熟悉的油行买卖，因为，“这

些油坊多曾与他熟识”，“是个稳足的道路”。当油坊将上好的净油足称给他，秦重便知“转卖与人时，也放宽些”，从而获得了

越来越多的固定主顾，生意也一日好似一日了，（《醒世恒言》卷三“卖油郎独占花魁”）等等。 

王孝通先生在《中国商业史》中曾论及浙江商人带有地域印记的个性特征：“浙人性机警，有胆识，具敏活之手腕，特别之

眼光。其经营商业也，不墨守成规，而能临机应变”
⑩
。浙江自古临海而居，交通便利，生于斯长于斯的浙江人因而会显得个性

机敏而少守成规。以阿寄为代表的浙江商人形象确实对此做了恰当的注脚和佐证。 

三、浙江商人的生存状态 

如前所述，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商人地位确已较从前有了很大的提升，甚至一直以来壁垒森严的士商关系此

时也出现了饶有兴味的逆转，“曩昔士大夫以清望为重，乡里富人羞与为伍，有攀附者必峻绝之。今人崇尚财货，见有拥厚资者，

反屈体降志，或订忘形之父，或结婚姻之雅。”
①
那些富裕的商人们，凭借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已经成为市民社会中引人注目的

角色。但是，长久以来在政治措施、社会地位等层面对于商人的过度压迫和轻视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可以扭转，再加上当时交通

不便等现实环境的阻隔，商人的生存状态并不尽如人意。相较于其他职业，他们要面临着如商途风险、情感危机等更多的生存

压力。 

在本文列表的 69 位商人中，有 9 位商人（崔宁、夏主簿、王文甫、龚十三、童十八、程翁、浦其仁、王可久、王可久的

伙计）因为各种人为原因而吃了官司，这其中除了王可久的伙计是因为违反海禁被捕下狱，不算冤枉外，其他 8 人都是被人陷

害而下狱，甚至于丢了性命（崔宁、夏主簿、程翁）。另外，有 2 人（韩掌柜、洪二）在经商途中被人劫财害命，2 人（高广

端、柴胜）途中被劫财，1人（南少营）托人代管钱财，却被霸占，死后投胎追讨前债。也即是，仅本文收集到的这些有限的资

料中，就有近五分之一的商人在从商过程中遭遇了不测。有一首名为《商船》的诗就形象地描述了商人转徙谋利的种种艰辛：“行

人原爱住家乡，不为名催为利忙。价贱切勿去，勿去反恐无买处。价贵闻皆来，皆来转恐难卖回。价贵价贱不可必，孰善陶朱

致富术。持筹握算竟登舟，别离父母妻孥出。风波险阻慎途程，水火盗贼时心惊。心惊倍欲途程速，朝朝暮暮催船行。暮行行

至朝，朝行行至暮。行至不复行，羁旅年年住。”
①
 

另外，浙江临海，所谓“浙海距倭，盈盈一水，片帆乘风，指日可到”
②
。而且，海上贸易疯狂的暴利也无时无刻不在诱使

惟利是求的浙江商人们为之赴汤蹈火，虽然明清两朝，私人海上贸易一直是一块被严密防范的禁区，朝廷不允许任何人越雷池

半步。早在明太祖肇建明朝政权的初期，就严禁私人对外贸易，之后各个时期，都将这种做法尊为祖制和国策而无条件地加以

施行。但是，秘密的海上贸易从来没有止歇过。据《明实录》云：“（浙）抚臣以盘获通倭船犯，并擒海洋巨盗奏言，防海以禁

通倭为先，„„臣檄行文武官密为缉访。无何，金齿门、定海、短沽、普陀等处，屡以擒获报至。杭之惯犯日本渠魁如赵子明

辈，亦并捕而置之。”
○11
大概因为极其严厉的处罚，加之私人海上贸易一般都是秘密进行，在这 45 篇作品中，仅有一篇涉及到

海外贸易，即《西湖二集》第三十三回中的浙江金华人王可久的一位伙计，因为“贪图海外利息，指望一倍趁十倍”，不料“正

到海边，不期被巡兵拿住，下在狱中。”连王可久也受诈累，被“监禁在狱中受苦，一连七年不得回来。”以明代“奸豪势要军

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

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
③
的法律而论，这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在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中，商人往往以重利寡情的形象出现，如“商人重利轻别离”（白居易《琵琶行》）、“情少利心多”（江

开《菩萨蛮》）等，这些诗歌往往以商妇为视角，满含着对为逐利而经年在外的无情商人的怨恨。然而，正如王阳明所说：商人

“终岁弃离家室，辛苦道途，以营什一之利，良亦可悯”（《禁约榷商官吏》），在“安土重迁”的传统文化背景之下，常年奔波

为利忙的商人，除了要独自承受为养家糊口而背井离乡的凄苦，而且要面临“朝朝误妾期”（《江南曲》）可能带来的情感危机。

如《欢喜冤家》第三回“李月仙割爱救亲夫”中的安吉商人王文甫，为图生计，新婚不久即到川广去贩卖药材。待一年光景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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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妻子月仙早已和从前好心收留在家的章必英打得火热。必英为独占月仙，几次对文甫痛下毒手，最后用计将文甫诬成强盗，

定罪下牢，家中钱财被全部抢尽
○12
。又如杭州商人乔俊，长往长安、崇德收丝，卖至东京，再贩枣子、胡桃、杂货回家来卖，因

而一年有半年不在家。妾周氏难耐寂寞，趁乔俊外出买卖与雇佣董小二勾搭成奸。之后小二又诱奸乔俊女玉秀，事泄后正妻高

氏逼迫周氏一起将小二致死。高氏、周氏、玉秀皆下狱死。乔俊回家后见妻女俱亡，亦投身河中。
○13
另外，杭州行商张二官（《清

平山堂话本·刎颈鸳鸯会》）、湖州商人赵城甫（《珍珠舶》），皆是因常年在外经商，妻子难耐寂寞而与人通奸，最后酿成惨案。 

由此可见，在商人地位尚不被认可的社会，即使通过艰难的经营而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实力的商人，其生存与从商环境依然

是较为恶劣的。 

四、浙江商人文学形象的价值 

张翰在《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中，曾经描述了浙江各地物产丰饶、商贾发达的盛况： 

嘉禾边海，东有鱼盐之饶；吴兴边湖，西有五湖之利。杭州其都会也，山川秀丽，人慧俗奢，米资于北，薪资于南，其地

实啬而文侈。然而桑麻遍野，茧丝绵苎之所出，四方咸取给焉。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缯币者，必走浙

之东也。宁、绍、温、台，并海而南，跨引汀漳，估客往来，人获其利。严、衢、金华，郛郭徽饶，生理亦繁。
①
 

尽管这些材料只是对历史情境进行了粗线条的勾勒，若要具体了解明清时期浙江无比丰富而鲜活的商业活动，以及商贾势

力的迅速膨胀，明清小说里那些满蕴着时代气息和社会风貌的小商贾形象及其买卖经营，则不失为一条有趣的途径。倘使我们

能从文学作品中吹沙滤金地选取那些即使“文人面壁九年，呕血十担，亦何能至此”（叶昼《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 的生活

真实，小说便可以“广泛地、几乎是全方位地同时又相当细致地反映社会生活，而且它向人们展现的，又往往是蕴含着各种有

机联系的浑然一体的生活画面”。
○14
明清小说中这些浙江商人形象的出现，以及他们几乎涉及到各个门类、足迹踏遍全国各地的

商业活动，是浙江商品经济彼时开始繁盛，商人从此在社会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直接反映。而那些特征鲜明的商人形象，如

机敏灵活、经商有道的阿寄、秦重、茹光先三结义兄弟、王太和等，也体现了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精神品格。当然，作家笔下

那些生存之路满是荆棘的商人形象，如以卖丝为业，只因讨账路上遇一女子正好同行而无端惹上麻烦，最后竟被冤屈致死的小

商人崔宁（《醒世恒言》卷三十三）；因奸人构陷，轻易就被官府之人诬成强盗而下狱，钱财被抢劫一空的药材商人王文甫（《欢

喜冤家》第三回）；讲究节操，不畏势家官府逼迫，用自己和女儿的生命捍卫了商人的尊严和理想的衢州木商程翁 （《醉醒石》

第四回），也让我们真正读懂了商人“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着重，所得者末”
○15
的艰辛。不

管怎样，在商品经济已渐显繁荣，商人数量开始明显增多的明清时期，那些以描摹人情世态为己任的小说家们已无法回避这些

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被狠狠地踩在脚底之下的配角们“传奇般的发家历程、机智或奸诈的经营手段、吝啬或骄奢的生活方式、悖

于封建礼法的思想感情以及他们的扎根于商品经济的价值观念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了
○14
。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就地域的商人数量而论，近代以前的浙江商人还不能与徽州商人、山西商人比肩并论，当这些商人

活跃于繁华富庶的浙江各地时，作为“地主”的浙江商人这时候还只能算是为他们提供周到服务、具有无限潜力的小跟班，他

们甚至还不曾奢望过将来自己也会坐上“带头大哥”的交椅。但是，此时他们的确已显现出非凡的商业才能，独特的气质秉性

也已形成。这些气质秉性，是近代及以后浙江商人在商业界独领风骚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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